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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绿色生产与治理效率研究
———基于两阶段 SBM 网络模型和全局 Malmquist 方法

李 静 倪冬雪

(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工业发展在对国民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和环境危机。不同于

现有文献仅关注绿色生产率，本文基于 SBM 的网络 DEA 模型对工业行业 2001—2012 年绿色生产和

环境治理的两阶段的效率、生产率及构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SBM 两阶段网络模型的结果比仅

考虑生产阶段结果更能反映真实的工业效率; 我国工业治理阶段绩效优于绿色生产绩效; 重工业和

高耗能行业是造成综合绩效低下的主要行业; 税收调整对各工业行业综合绩效和绿色生产绩效水平

造成较大的冲击，高技术行业不但综合绩效高，且实现了自身绩效和国家贡献的双赢; 生产率的增长

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与生产阶段相比，治理阶段 TFP 增长及构成都相对乏力。政策含义表明: 工业

行业在注重绿色生产改造的同时也要关注污染治理的技术升级和管理水平的提升，重点以重工业和

高耗能产业为突破口，狠抓绿色生产和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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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40%左右，工业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但我国工业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 70%左右。2012 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国废水排放

总量的 32． 3%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部排放的 90． 3%，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占 70． 9%，工业烟

(粉)尘排放量占 83． 4% ;工业固体废物占我国固废排放总量高达 94%。其中，电力生产、非金制造、黑
色冶金、化工等 SO2 排放大户和造纸、食品加工及化工等 COD 排放大户，其 SO2 去除率、COD 去除率仍

低于行业平均水平①。“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已全部实现，但“十二五”节能减排 6
项约束性指标中，单位 GDP 能耗和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率前三年分别只完成“十二五”规划的 54%和

20%，与 60%的进度要求还有明显差距。污染治理水平仍待提高，环境质量改善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学者对工业绿色生产与治理效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使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或

SBM 模型研究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单一生产阶段的绿色经济效率;第二类大多采用 Malmquist 指数和

—24—

( 双月刊) 2015 年第 3 期( 总第 76 期)

DOI:10.13269/j.cnki.ier.2015.03.005



ML 指数方法分析各地区或各工业行业连续时期内的绿色生产率的增长及其构成;第三类多使用径

向的网络 DEA 模型研究我国工业生产的多阶段管理效率问题。多数文献只关注于我国工业生产阶

段绿色效率的研究，而没有进一步考虑到环境治理阶段的效率问题;有些学者考虑到生产与环境治

理两阶段效率，但只局限于打开“黑箱”，未考虑污染等非期望产出问题，且均是基于径向的网络模

型，未考虑其中严重的松弛性问题;以往文献中很少有将网络模型与动态 Malmquist 指数法结合起来

进一步考察多阶段生产率变化及构成问题。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基于 SBM 而非径向 DEA 模型来研究中国工业行业的绿色生产和治理效率

问题，并把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加入生产阶段，在此类研究上有所突破;利用全局 ML 指数方法考察

绿色生产和治理阶段的绿色效率变化及技术进步，分析生产率增长的来源。
二、文献综述

Charnes 等
［1］

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被认为是评价相似决策单元绩效水平的绝佳工

具，但传统 DEA 思想对于包含污染物等非期望产出的情况则不再适用。绿色经济效率的评价经历

了非期望产出作投入法、倒数处理法、双曲线法、转换向量法、方向性距离函数法和松弛测度的 SBM
非径向与非角度方法。Lozano［2］

等得出 SBM 方法比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更具有辨识力。李静
［3］

和

程丹润
［4］

论证出环境污染造成了较大程度的效率损失。刘勇等
［5］

对上述六种评价模型进行了比较

研究，得出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 模型是衡量绿色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方法。
Ramanathan［6］

提出了考虑所有相关变量的 TFP 思想。瑞典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Malmquist［7］
提

出考察跨期多投入和多产出变量间的动态生产效率的 Malmquist 指数方法。Shephard［8］
使用方向性

距离函数替代产出距离函数来衡量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时的 TFP 指数，Chung［9］
把该指

数命名为 ML 生产率指数，Caves［10］
等人首先将该指数应用于生产率的测算，Fare［11］

等人建立了用来

考察两个相邻时期生产率变化的 Malmquist 生产率变动指数。
传统的 DEA 方法不再适用于包含前后连续的多阶段过程。Tone 等

［12］
提出基于 SBM 的网络

DEA 模型，可以解决中间产品的问题，同时评估整体效率和分阶段的效率。Lozano 等
［13］

用包含期望

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网络 DEA 模型进行效率测试，与传统的单一阶段 DEA 模型结果对比，网络方

法能够发掘更多非有效的决策单元。Fukuyama［14］
使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法对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日

本银行两阶段系统进行评估。Yu［15］
使用基于 SBM 的网络 DEA 模型来考察机场的效率;Maghbouli

等
［16］

对最终产出和中间产品都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使用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模型来评估西

班牙 39 个机场 2008 年的效率。Cook 等
［17］

回顾两阶段模型并建立每种方法之间的联系，并指出现

有的方法可分为使用斯坦克尔博格模型和合作博弈模型，并对未来的视角和挑战进行了讨论。毕功

兵等
［18］

提出了一类特殊的网络 DEA 模型，其评价原理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管理者确定生

产过程的非有效来源及其效率改进方向。随后，毕功兵等
［19］

将一个算例应用到一个简单网络生产

系统的 DEA 效率评价模型中去;卞亦文
［20］

研究了非合作博弈的两阶段生产系统的环境效率评价问

题，经济生产子系统居于主导地位，污染物处理子系统居于从属地位，采用中国各地区的工业系统的

环境效率评价的实例分析说明了该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涂正革等
［21］

将工业生产过程分为生产、
环境治理两个环节，但是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网络 DEA 模型对我国工业面板数据进行效率分

析。吴传威等
［22］

使用两阶段 DEA 模型来测量工业行业生产阶段的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益形成阶段的

经济效率;李鹏等
［23］

使用网络 DEA 模型研究我国工业细分行业效率，并对行业进行分类对比分析。
夏琼等

［24］
人在串联和并联生产系统的基础上，提出复杂的混联结构生产系统的效率评价方法。

目前我国关于绿色经济效率和绿色生产率的研究都对国民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我国学

者也对兼顾生产及污染物治理两阶段网络效率进行评价，打开“黑箱”寻找无效的根源，多阶段网络

模型比传统的单一阶段效率更加精准和精细，更能反应我国工业行业真实的效率值。但前人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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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不足之处:关于绿色生产效率的研究只局限于生产阶段，没有关注后续的治理阶段;评价绿色

生产率的 Malmquist 指数和 ML 指数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可能会对决策者产生误导;多阶段网络

DEA 绩效评估比传统的单一阶段更全面真实，但注意力仅限于多阶段，很少有文献将副产出纳入生

产过程中去，存在径向和松弛性问题，且大多数学者只局限于分析某一年的两阶段效率，而没有将网

络 DEA 模型与 Malmquist 指数方法结合。
本文创新性地使用基于 SBM 的网络 DEA 模型研究我国工业行业绿色生产与环境治理两阶段的效

率，将副产品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其中，克服传统的两阶段 DEA 方法存在的径向和松弛型问题;使用全局

Malmquist 指数方法考察我国工业绿色生产和治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与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此外，

研究中将税收作为一个主要产出指标来考察各工业行业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并进行对比研究;同时，从

轻重工业、高低耗能行业等多角度审视中国工业的绿色生产和治理效率的差别之处与行业规律。
三、研究方法

( 一) 基于 SBM 的两阶段网络 DEA 模型

传统 DEA 方法，模型结构都是单层结构，并且通常把系统内部作为一个“黑箱”，即投入经过这

一黑箱转变为产出，具体过程不需要精确地表述，这一假设曾是 DEA 的优势。但随着 DEA 的发展，

深入 DMU 内部寻找低效的所在就变得极为迫切，因此需要打开这个“黑箱”。网络 DEA 是指“黑

箱”是由一系列的子单元构成，这些子单元之间进行着一系列的投入和产出活动，因此会对系统整体

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网络 DEA 是将决策单元复杂业务流程分解，方便考察各环节对效率的影响。

图 1 两阶段网络 DEA 图

图 1 为工业生产与治理的两阶段流程图，在每一个节点

有，也可能没有自己直接的投入或产出变量，至少有一个节

点通过中间投入变量把其他节点联系起来，网络 DEA 能够

提供每个节点的效率，也能提供整体的效率评估。现有文献

中使用的网络 DEA 模型存在径向和松弛性问题，径向是指

投入或产出按等比例缩减或放大以达到有效，当存在投入过

度或产出不足，即存在投入或产出的非零松弛时，径向网络 DEA 模型会高估评价对象的效率水平。
使用径向网络 DEA 模型进行工业环境绩效评价的代表性文献有涂正革

［21］、卞亦文
［25］、毕功兵等

［18］

以及庞瑞芝等
［26］

学者所著的相关论文。
借鉴 Tone 等

［27］
提出的基于 SBM 的网络 DEA 模型，本文使用非径向产出角度 SBM 网络模型。

我们研究 n 个决策单元 DMUS( j = 1，…，n) 包含 K 个节点的效率(k = 1，…，K)。设 mk 和 rk 分别

是第 k 个节点投入产出的个数。定义从第 k 个节点到第 h 个节点的关系为(k，h)，连接变量的个数为

L。观察数据为{xk
j ∈ Rmk

+ }( j = 1，…，n;k = 1，…，K)(第 j 个决策单元在第 k 个节点所投入的资源)，

{yk
j ∈ Rrk

+ }( j = 1，…，n;k = 1，…，K)(第 j 个决策单元在第 k 个节点的产出) 和{ z(k，h)
j ∈ Rt(k，h)

+ }( j =
1，…，n;(k，h)∈ L)(第 k个节点到第 h个节点中间产品的连接变量)，其中 t(k，h) 是连接关系(k，h) 的

变量个数。本文假设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可能性集{(xk，yk，z(k，h) )} 被定义为:

xk ≥∑ n

j = 1
xk
j λ

k
j (k = 1，…，K)，yk ≤∑ n

j = 1
yk
j λ

k
j (k = 1，…，K)

z(k，h) = ∑ n

j = 1
z(k，h)
j λk

j ((k，h))(作为第 k 个节点的产出)

z(k，h) = ∑ n

j = 1
z(k，h)
j λh

j ((k，h)(作为第 h 个节点的投入) (1)

其中 λk ∈ Rn
+ 是对应于第 k(k = 1，． ． ． ，K) 个节点的权重向量。决策单元 DMUO(o = 1，． ． ． ，n)

可以描述为:

xk
o = Xkλk + sk－ ，yk

o = Ykλk － sk+ ，λk ≥ 0，sk－ ≥ 0，sk+ ≥ 0，(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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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 = (xk
1，…xk

n) ∈ Rmk×n，Yk = (yk
1，…，yk

n) ∈ Rrk×n (3)

sk－ 和 sk+ 分别是投入和产出的松弛变量。关于中间连接变量的约束条件，有 4 种不同的选择来连

接各节点，本文选择 LF 作为中间变量②。LF 表示连接变量是自由决定的，并保持投入产出的连续性:

Z(k，h)λh = Z(k，h)λk，((k，h)) (4)

Z(k，h) = ( z(k，h)
1 ，…，z(k，h)

n ) ∈ Rt(k，h) ×n (5)

式(5) 可以看出连接变量对其他决策单元是否合理。在线性规划的最优解中，连接变量可能增

加或减少。本文使用产出角度的网络模型，线性规划模型表达如下:

1 / *o = max∑ K

k = 1
wk 1 + 1

rk ∑
rk

r = 1

sk+ro
yk
r

( )[ ]
o

(6)

约束条件为(2) 和(4) 式。

其中∑ K

k = 1
wk = 1，wk ≥ 0(k)，wk

是第 k 个节点的相对权重，由该节点的重要性决定。

我们定义决策单元DMUo 产出角度的整体效率为 *
o ，如果 *

o = 1，则称DMUo 为产出角度整体有

效。定义产出角度各节点效率表达式为:

k = 1

1 + 1
rk ∑

rk

r = 1

sk+*ro

yk
r

( )
o

(7)

其中 sk+*ro 是公式(6) 中最优的产出松弛量。
产出角度的整体效率值是各节点效率值的加权调和平均数:

1
*
o

= ∑
K

k = 1

wk
k (8)

本文分析我国工业行业绿色生产与环境治理效率及两阶段的加权网络效率值，绿色生产阶段不

仅包含期望产出，也包含污染物等非期望产出，因此，本文在使用两阶段网络 DEA 模型的同时，绿色

生产阶段中结合使用 Tone［28］
提出的处理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产出角度的 SBM 模型，环境治理阶段

中非期望产出作为投入，不涉及处理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
( 二) 生产和治理阶段的 TFP 及分解

静态的 DEA 效率问题，是评价在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内同类 DMU 的相对效率问题，而 Malmquist
指数关注同类 DMU 在连续时期中效率和生产率的动态变化，重点考察 Malmquist 非参数 DEA 指数以

及分解构成。但传统的 ML 生产率指数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几何平均在形式上不满足传递性;第二，针

对非同时期的参照技术时，线性规划可能无可行性解;第三，传统 ML 指数方法在估算环境绩效时通常

会得出长期的技术退步，尤其在工业的环境绩效测算中，传统 ML 指数表现出更为频繁的技术退步。这

三方面的缺陷导致了传统的 ML 生产率指数的度量可能会对决策者产生误导。
本文使用 Oh［29］

提出的全局 ML 生产率指数(GML)，克服了传统 ML 生产率指数存在的问题。
全局与传统相比，在生产可能性集的定义上做了改进，不仅定义了同期的生产技术集，也定义了一个

全局的生产技术集。全局生产技术集建立了一个囊括了所有观测单元和所有时期的参照技术集。
这样，整个研究期内仅使用了一个全局生产技术集，因此，也就不需再像传统 ML 生产率指数那样写

成几何平均的形式，避免了由于几何平均的形式导致的不能满足传递性的缺陷。经验证明，GML 满

足传递性的要求，而利用全局生产技术集又可避免线性规划无可行性解的缺陷。
四、数据来源与结果分析

( 一)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不同工业行业的绩效水平，包含使用传统单一阶段的 DEA 模型运行出的只考虑生产阶段

的绩效，以及使用两阶段网络 DEA 模型运行出的绿色生产与环境治理的两阶段综合绩效。工业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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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依据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的划分标准，共包含 15 个两位码行业，每个两位码行业包含数量不等的三

位码行业，共 32 个三位码行业。两阶段投入产出和中间连接变量、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

示③。第一阶段的非期望产出作为两阶段的中间连接变量。为了考察各工业行业对国家贡献的综合绩

效与自身经营绩效的差别，在绿色生产阶段的产出中，针对是否进行税收调整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表 1 变量、数据来源及 2001—2012 年平均描述性统计值

阶段与节点 变量名称及单位 数据来源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第一

阶段

投入

变量

年平均从业人员数 /万人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641 20 244 317
固定资产净值 /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 41328 340 4803 7185
能源投入 /万吨标煤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42345 215 5717 9010

产出

变量

产品销售收入 /亿元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49074 1005 13303 12693

两税(产品销售税金及附

加 + 应交增值税) /亿元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2123 51 572 490

两 阶 段 连 接 变

量 LF
废水排放量 /吨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2291 0． 40 144 432
废气排放量 /万吨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372788 1504 61722 90176

第二

阶段

投入

变量

环境治理设施数( 废水 +
废气) /套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63160 519 9627 12478

环境治理运行费用( 废水
+ 废气) /万元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978064 4494 268224 554670

环境治理投资额( 废水 +
废气) /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部
689295 1788 80664 136316

产出

变量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万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344923 1416 57548 83929
工业废气排放达标量/万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087 0． 24 112 380

以上涉及价格的指标均以 2001 年为基期进行了不变价格处理。其中固定资产净值使用固定资

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其余变量使用各三位码行业每年的出厂价格指数进行折算。两种指数均

来自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 二) 我国工业的绿色生产效率和治理效率

图 2 显示出每年各行业两阶段加权网络效率与不考虑治理阶段效率平均值，可以看出，传统生

产效率值大于加权网络效率值，说明考虑治理阶段后的两阶段综合绩效低于只考虑生产阶段的效率

值，更能反映真实的效率水平。生产效率值与网络效率值随时间的走势基本一致。“十五”期间两种

效率值呈下降趋势，“十一五”期间效率值明显升高，2004 年为一个较明显的拐点，原因是国家加大

了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力度，2005 年“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节能减排”目标，要求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降低 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 的约束性指标。国家层面的政策约束以及

投入的人力物力带动了全国工业的节能减排工作，从而扭转了平均效率下降的趋势。而我国“十二

五”规划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节能减排目标，即到 2015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7%，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6%。此外，“十二五”规划还在“十一五”的基础上增加了污染物控制种类，“十二

五”规划提出的约束性指标更加明确了国家节能减排的决心，成就了我国工业绩效水平的持续与稳

步上升。
图 3 中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阶段各年平均值的折线图显示，加权网络效率值位于绿色生产效率

值和环境治理效率值之间。环境治理阶段效率值远高于绿色生产阶段效率值，缘于我国对工业环境

治理的重视，节能减排政策和清洁环保的工业转型策略的实施。而绿色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可能是

污染物排放量较多，非期望产出的增加降低了绿色生产效率，且我国工业处于污染减排的瓶颈时期，

处理大量污染物需要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边际成本增加，因此绿色生产率的提高需要长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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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阶段加权网络效率与只考虑生产阶段效率比较 图 3 绿色生产阶段效率与环境治理阶段效率对比

1． 不同行业绿色生产效率与治理效率的差别

表 2 提供了 15 个两位码行业和 32 个三位码行业未经税收调整时加权网络效率值与各阶段效

率值 12 年平均值。
表 2 各行业绿色生产效率与环境治理效率

两位码

行业

网络

效率

绿色生

产效率

治理

效率
三位码行业

网络

效率

绿色生

产效率

治理

效率

食品 0． 61 0． 63 0． 61

农副食品加工业 0． 58 0． 61 0． 56
食品制造业 0． 48 0． 44 0． 53
烟草制造业 0． 90 1． 00 0． 81
饮料制造业 0． 48 0． 44 0． 53

纺织 0． 50 0． 46 0． 55 纺织业 0． 50 0． 46 0． 55
医药 0． 48 0． 44 0． 56 医药制造业 0． 48 0． 44 0． 56

造纸 0． 58 0． 51 0． 68
造纸及纸制品业 0． 43 0． 38 0． 5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 72 0． 64 0． 85

车船 0． 71 0． 75 0． 6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 71 0． 75 0． 68
电力 0． 57 0． 54 0． 61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 57 0． 54 0． 61
电子 0． 99 1． 00 0． 98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 99 1． 00 0． 98

钢铁 0． 41 0． 34 0． 54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 39 0． 31 0． 5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 42 0． 36 0． 54

机械 0． 69 0． 71 0． 6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 86 0． 91 0． 8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 71 0． 76 0． 69
金属制品业 0． 59 0． 61 0． 58
通用设备制造业 0． 63 0． 61 0． 6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 73 0． 82 0． 67
专用设备制造业 0． 61 0． 56 0． 69

家电 0． 93 0． 95 0． 9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 86 0． 91 0． 82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 99 1． 00 0． 98

建材 0． 48 0． 41 0． 6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 43 0． 34 0． 60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 53 0． 47 0． 63

煤炭 0． 21 0． 13 0． 6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 21 0． 13 0． 60

石化 0． 46 0． 41 0． 62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 40 0． 27 0． 86
非金属矿采选业 0． 38 0． 30 0． 54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 45 0． 41 0． 52
石油加工、冶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 61 0． 68 0． 56
橡胶制品业 0． 48 0． 39 0． 61

石油 0． 40 0． 27 0． 8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 40 0． 27 0． 87

有色 0． 41 0． 34 0． 55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 33 0． 25 0． 52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 49 0． 42 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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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位码行业看，电子、家电行业位居前两名，车船、机械效率值也较高，而煤炭、钢铁、石油、石
化、有色、纺织和医药行业不容乐观，但石油行业治理阶段的效率值较突出。

表 2 左侧两位码行业的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效率只能粗略地反映行业的整体状况，不能反映该

行业效率优劣的根源所在，因此需要深入行业内部去探究大行业中细分行业两个阶段存在的不平衡

等问题。从表 2 右侧可看出，电子和家电行业绩效最高，这归功于共同拥有的细分行业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此行业的三种效率值都为 1，而家电行业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效

率值也较高。此外，食品中的烟草制造业效率值较好。这三个细分行业的高绩效源于政策和资金的

大力支持，另外，这三个行业能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其清洁高效的生产模式也成就了其较高的绩

效水平。绩效较低的两位码行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医药制造业及钢铁业的两个细分行业都对两位码行业的绩效值有较强的拉低效

果。这些行业都占有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其行政属性和垄断势力的存在，使其缺乏改善资源效率的

激励，导致效率水平偏低。同时，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也决定了这些行业绩效

水平的提高并非易事。本文对各工业行业绩效水平排名的分析结果与吴传威等
［22］

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
2． 轻、重工业与高、中低耗能行业绿色生产效率与环境治理效率的差别

图 4 中轻、重工业的绿色生产效率随时间推移略有提高，但变化不大，波动平稳。“十五”期间

轻、重工业的绿色生产效率值呈下降趋势，“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说明国家

的节能减排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轻工业绿色生产效率值大于重工业，平均高出 0． 18，原因是重工业

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降低了绿色生产效率水平。
图 5 显示，除 2008 年轻、重工业环境治理效率值都有所提高外，其他年份效率值保持稳定水平。

轻工业环境治理效率值高于重工业，二者相差 0． 06，小于绿色生产效率值之差，重工业拉低了我国工

业污染治理的整体水平。对比图 4 和图 5 可以看出，重工业环境治理绩效远高于其绿色生产绩效，

而轻工业的环境治理效率和绿色生产效率相差较小，今后重工业应在兼顾环境治理的同时，着重提

高和改善绿色生产绩效。

图 6 显示，中低耗能行业各年的绿色生产阶段效率都高于高耗能行业，且随着时间推移，二者的

差距越来越大。“十五”期间，高耗能和中低耗能行业绿色生产效率值呈下降趋势，“十一五”和“十

二五”期间，中低耗能行业的效率水平整体上逐渐变好，而高耗能行业效率值除 2008 年波动外，随时

间推移趋于恶化，2012 年高、中低耗能行业绿色生产效率值相差 0． 3 以上。
图 7 显示，高、中低耗能行业环境治理阶段效率值 12 年间基本保持平稳，在 2008 年达到各自的最

高点且几乎重合。中低耗能行业环境治理效率略高于高耗能行业，平均高出 0． 09，高、中低耗能行业的

环境治理效率之差小于二者的绿色生产效率之差，但大于轻、重工业环境治理阶段效率值之差。
重工业和高耗能行业是造成绿色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二者同时拉低了我国

工业的加权网络绩效，且高耗能行业的两种效率值都低于重工业。因此，我国必须加强重工业尤其是高

耗能行业污染物排放的监管，提高环境治理的力度，狠抓高耗能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只有提高这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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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效率，才能改善我国工业整体的绿色生产与环境治理的综合绩效水平。

3． 纳入税收贡献的绿色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

经税收调整后的只考虑生产阶段效率值、加权网络效率值和绿色生产效率值各年波动较大且绩

效水平低。企业更多地考虑到自身的绩效问题，当兼顾到税收贡献时，则可能对企业的短期绩效造

成一定的冲击。但税收调整后的环境治理阶段效率值较平稳，与未进行税收调整时几乎无差别。总

体上，经税收调整后，各行业 12 年间只考虑生产阶段效率值降低了 37． 6%，而网络效率值降低了

41． 1%，绿色生产效率值降低 48． 74%，环境治理效率值平均提高 3． 48%。说明我国工业在兼顾国

家贡献的同时仍能兼顾污染物治理，但未能兼顾污染物的减排。
考虑了税收贡献因素后，烟草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加权网络效

率值和绿色生产效率值没有变化，且环境治理效率略有提高，说明这两个细分行业实现了自身绩效

和国家贡献的双赢。
五、我国工业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的 TFP 及构成

此部分只分析未经税收调整时网络模型及其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及分

解，找出 TFP 的构成及变动的原因，同时对比分析高、中低耗能行业的 TFP 及分解。对 TFP 的分析

采用 Global-Malmquist 指数法，TFP 的变动表示为全局 ML 生产率指数(GML)，GML 的变动可以分解

为效率进步指数(GMLEC)与技术进步指数(GMLTC)的乘积。

图 8 加权网络 TFP 及分解

( 一) 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的 TFP 及构成

图 8 展示了加权网络模型的全局 ML 生产率指

数(GML)及其分解为效率进步指数(GMLEC)与技术

进步指数(GMLTC) 值。“十五”期间指数值波动较

大，“十二五”期间三种指数值趋于平稳，且相差较

小。可能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 年和 2009 年

TFP 的变动主要归功于效率改善，其他时期 TFP 的变

动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我国 2001—2012 年各工业

行业 TFP 指数几何平均值为 1． 068，说明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 6． 8%，这与周燕等
［30］

各工

业行业 TFP 指数平均值为 1． 067 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其中效率进步指数平均值为 1，无增长或下

滑，而技术进步指数平均值为 1． 068，因此工业行业加权网络总体 TFP 的提高全部来源于技术进步，

这与韩先锋等
［31］

对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结论一致。
图 9 中绿色生产阶段的 TFP 及分解指数与图 8 中三种指数值接近，且变动趋势一致。同样，除

2008 年和 2009 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归功于效率进步外，其他时期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经计算，

绿色生产阶段效率进步指数几何平均值依然为 1，而 TFP 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平均值都为 1． 098，因

此，绿色生产阶段年均 9． 8%的 TFP 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全部的作用。
图 10 中环境治理 TFP 及分解指数与图 8 加权网络和图 9 绿色生产 TFP 及分解指数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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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与 2009 年三种指数值拉开一定距离，且 TFP 变动归功于效率指数变动，其余时期三种指数值

相差非常小，且都在 1 上微小波动。此外，环境治理阶段效率进步指数有所增加，平均值为 1． 005，而

技术进步指数平均值为 1，TFP 指数平均值为 1． 006。因此，与加权网络 TFP 和绿色生产 TFP 进步的

来源不同，环境治理 TFP 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效率进步，但 TFP 的增幅较小，仅为 0． 6%，环境治理 TFP
的增长全部来源于效率进步。

( 二) 高、中低耗能行业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 TFP 及分解

观察图 11 和图 12 可以看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高、中低耗能行业的绿色生产 TFP 及分解

指数“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波动较大，“十二五”期间三种指数值走势平稳，相差较小。高、中低耗

能行业绿色生产 TFP 都在 2004 年达到最大值，最大进步率分别为 42． 5% 和 44． 6%，而最大降幅分

别为 2009 年的 19． 9%和 2006 年的 18%。2002—2012 年间，高、中低耗能行业绿色生产 TFP 的平均

进步率分别为 6． 5%和 10． 9%，而对应的技术进步指数值为 1． 102 和 1． 097，效率进步指数平均值分

别为 0． 966 和 1． 011。因此，高、中低耗能行业的绿色生产 TFP 进步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高耗能行

业在 2008 年和 2009 年 TFP 的变动归功于效率进步。

图 13 和图 14 中，高耗能行业和中低耗能行业环境治理阶段 TFP 及分解指数值都在 2008 年和

2009 年波动最大，且 TFP 的变动归功于效率指数变动而不是技术进步，其他时期三种指数波动较平

稳，且高耗能行业的波动比中低耗能行业小。高、中低耗能行业环境治理 TFP 都在 2008 年达到最大

进步率，分别为 10． 8%和 4． 9%，高耗能行业环境治理 TFP 的最大退步率为 2009 年的 8． 6%，而中低

耗能行业对应为 2004 年的 5． 6%。高耗能行业 2002—2012 年间环境治理 TFP 总体上呈退步趋势，

平均退步率为 0． 5%，中低耗能行业 TFP 平均进步率为 0． 9%。高耗能行业技术退步率 0． 9%，而效

率改善了 0． 4%，中低耗能行业效率进步率为 0． 5%，技术进步了 0． 4%。因此，高耗能行业 TFP 退步

是由技术退步造成的，中低耗能行业的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共同促进了 TFP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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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引入基于 SBM 的网络 DEA 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工业行业 2001—2012 年两阶段总体效

率及其分解效率，同时使用全局 Malmquist 指数法动态考察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 TFP 的构成及其来

源。研究过程中还将税收作为一个重要产出指标来考察各工业行业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此外，还

分别从轻重工业、高中低耗能行业等多角度分析不同属性行业绩效的差异，从而找出其效率低下的

原因及演化态势。主要结论如下:

(1)基于 SBM 的网络 DEA 模型能够打开“黑箱”，寻找效率低下的原因，同时纠正以往网络模型

中存在的径向和松弛性问题。解决了污染物等非期望产出存在下的效率评价难题，使评价结果具有

准确性和真实性。全局 Malmquist 指数法能够纠正传统 Malmquist 指数或 ML 指数度量 TFP 时给决

策者造成的误导。(2)两阶段网络效率值低于传统的只考虑生产阶段效率值，说明只考虑生产阶段

的绩效分析是不全面的，会高估我国工业的绩效水平。(3)运用基于 SBM 的网络 DEA 模型发现，我

国工业网络效率值介于绿色生产效率值和治理效率值之间，而治理阶段效率值高于绿色生产效率

值，说明环境治理效果显著，而污染物减排遇到了瓶颈。(4)在对各两位码行业及三位码行业的网络

效率值及其分解效率值的分析中发现，通信、计算机等高技术行业绿色生产效率较高，而传统的煤

炭、石油、纺织业、医药等都对整体效率起到相反的拉低效果。(5) 对网络效率及其分解效率结果进

行行业分类对比分析发现，重工业和高耗能行业的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效率值都低于对应的轻工业

和中低耗能行业效率值，且高耗能行业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绩效水平都不及重工业，因此，重工业尤

其是高耗能行业是造成我国工业绿色生产和环境治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6) 总体上，生产和治

理的 TFP 增长多数时期均来源于技术进步，年均增长高达 10% 左右，但治理阶段的 TFP 增速仅为

2%左右，且主要来源于效率的提升。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我国工业的污染物治理能力较好，但污染物减排能

力较弱。目前我国工业的污染减排遇到了技术瓶颈，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污染物减排的激励约束政

策，在加大减排努力的同时推动减排设备和减排技术的发展，增强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同时借鉴和

引进国外处理工业污染物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把减排纳入常规生产过程，使之变成企业自觉的内部

行为。(2)努力促进我国重化工业和高耗能行业的绿色转型，综合利用法律、节能减排政策、税收以

及诸如污染物总量控制下的交易模式等政策和经济杠杆，努力促成行业的清洁生产。(3) 我国工业

综合利用各要素进行协调生产的能力还不高，应加强对各种生产要素、人力资源等的组织、协调和管

理能力。通过寻求各种投入资源之间的有效配比，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能源利用率和产出水平;

重视各行业的规模经济提升;同时应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构建系统的技术创新政策，加强传统行业的

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实现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4) 国家应逐步建立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并开展环

境绩效审计工作。借鉴国外的环境绩效评估程序和指标体系选取方法
［32］，根据我国各行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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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状况，就能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治理能力等方面，遵循相关性、透明性、公平

性、数据的可得性与数据质量等原则制定具体的行业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并定期进行调查与统计，

与既定环境目标进行比较分析，找出问题所在，提高我国环境政策的方向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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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dustrial Green Production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y Research
———Based on Two- stage SBM Network Model and Global Malmquist Method

Li Jing，Ni Dongxue
(School of Economics，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 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al economy，it has also caused serious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only focus on the green productivity，this article use
the network DEA model based on SBM to study different industries' two stage efficiency of green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different industries' productivity and its composition from 2001 to 2012． The outcomes show that:the results of
SBM two-stage network model can reflect the real industrial efficiency than the results that only consider the production stage;

Industrial governance stage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green production stage in our country; Heavy industry and high
energy-consuming industry are the main industries to cause the low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Tax adjustment caused great
shock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nd gree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level，high technology sectors not
only has high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but also realize a win-win situation of their own performance and the national con-
tribution;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mainly attributed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compared to the production stage，the TFP
growth and its composition of the governance stage are relatively weak． Policy implications indicate that，when different indus-
tries pay attention to green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they must also focus on the technology upgrade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the ascension of management level; treat heavy industry and high energy-consuming industry as the penetration point，vigor-
ously promote the green production and polluti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Key words: the industrial sector; network DEA; two-stage SBM network model; global Malmquist method; green pro-
duction efficienc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gree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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